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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正义视域下的转型升级思考

李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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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和经济已经构成为一对互为掣肘的力量。近年来，政府与民众环境正义诉求之间多起冲突引人瞩
目，例如什邡事件。循依环境社会学关于环境正义的相关阐释以及经济社会学的“国家( 政府) －市场 －社会”分
析框架，文章指出，在开展转型升级工作过程中，循沿以环境正义理论( 如“娥妮”指标体系) 为导向的公共政策设
计有助于解决“经济—环境”对立难题，也有助于政府与公众在事关环保公共决策过程中进行良性互动，以建立起
更有效的信任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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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文章写作缘起共计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关

于中国经济腾飞中政府职责的理论阐释; 第二个维

度，在这期间，对于系列环境不正义抗争事件，政府应

担负职责的讨论; 第三个维度，如何更深入理解十二

五规划中主要由政府负担的( 经济) 转型升级任务。
以经济腾飞中政府职责的理论阐释为例。近年

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成功”崛起受到国内外学
界关注。主流学界关于中国经济腾飞给出了多种的
诠释。这其中，( 地方) 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功能
尤为值得关注，例如戴慕珍的“地方法团主义”、魏
昂德的“地方政府厂商论”、杨善华和苏红的“谋利
型政权经营者”等等，这类关于转型发展中地方政
府角色的论述主要围绕财政分权、产权改革、市场
化、社会结构论( 家族网络论与结构洞) 等四个向
度［1］。在笔者看来，前三个向度基本上是较为“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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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什邡事件发生后，中共什邡市委书记接受记者采访表示，“由于前期宣传工作不到位，造成了部分群众对该项目的不了解、不理解、不

支持而停建。作为 5． 12 特大地震灾区的什邡引进项目初衷为使老百姓住上好房子，更要过上好日子，而且这个项目在今年 3 月 26 日通过了
国家环保部的审批”。参阅: 四川什邡市委书记承诺今后不再建设钼铜项目，人民日报，2012 年 7 月 3 日第 7 版。

粹”的经济层面思路，后一个属于社会层面的思量，
但依然是局限于地方政府为何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

解读，仍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简言之，政府
在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以环境不正义抗争事件中政府职责讨论为例。

例如，2012 年 7 月初，在四川什邡市，因地方政府拟
开工已经由四川省委、省政府确立为“十二五”重大
产业之一的钼铜矿项目而引发当地市民不满，民众

担心该项目上马将影响己身环境及健康，上街游行

抗议，政府方面则竟然采用暴力维稳，终而酿就一起

舆论轩然的群体性聚集事件，而涉事的地方政府却

觉得不被民众理解，“很委屈”①。实际上，在国内，
近年来已经陆续发生一系列的环境不正义抗争事

件，且规模与频率大有扩大化趋势，这不能不引发多

方对于 GDP与环境健康之间张力的思考，即政府的
经济绩效与民众的环境正义诉求之间如何平衡，在

事关环保的公共决策中，政府与公众如何建立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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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信任合作机制。简言之，在系列环境抗议事件
中，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再则，为克服 2008 金融危机以来经济下行困

难①，保增长和稳增长是一大挑战，因此在新出台的

十二五规划中，政府已经提出加快转型升级这一奋

斗目标②。
概言之，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是成功的，但

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不过，政府关于转型升级
的思虑却大都依然仅仅囿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盘桓，

如对产业( 工业、企业) 转型升级的探讨。本文以
为，在从“生产导向”往“幸福导向”过渡的“大转折”
时代［2］，转型升级不可能只是经济绩效( economic
performance) 层面的改造，也应当是社会进步( social
progress) 层面的改造，对转型升级进行非经济思考
已经成为必要。例如，稳增长不能再以环境成本增
加为代价，而频发的环境不正义抗争事件也促使政

府 －市场 －社会三方力量去认真思量这样一个命
题: 转型升级依然是局限于经济增长层面的转型升

级，亦或是在重视经济绩效的同时兼顾社会进步层

面的转型升级，这其中，对环境正义的重视则是其关

键一环。

二、环境( 不) 正义抗争推动转型升级
的非经济转换已经成为必要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 34 年以来，虽说中国经济
获得了高速发展，但是这高速发展一个沉重代价却

是环境的污染破坏，是以环境换 GDP，而且这种破
坏几乎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耳闻目睹众
多环境污染危害的实例之后，民众对有关工业项目

可能带来污染和健康风险的担忧实则由来已久，民

众的环境( 权利) 意识开始发酵，并开始对有关污染

性工业项目进行了抵制，乃至聚合为一定规模和一

定形式的抗议环境不公正( 不正义) 的环境运动。
当然，这些环境运动有的表现较为平缓，有的较为激

烈，前者如 2007 年福建厦门的 PX 项目，后者如
2012 年 7 月初四川什邡钼铜矿项目。但总体来说，
剧烈型环境抗议形式趋多。譬如，2011 年浙江海宁

① 例如，依据财经网 2012 年 7 月 13 日和新浪网 2012 年 7 月 14 日报道: 2012 年，二季度 GDP增速仍在同比增速之下，这表明实体经济
下行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小。统计局公布经济数据，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7． 6%，创 13 个季度新低; 上
半年 GDP增长 7． 8，3 年来首次破 8。

② 十二五规划中阐述的转型升级任务在国内各地执行情况各异，例如同样是面对转型升级任务，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别就很
大，有的在忙于“腾龙换鸟”，有的在忙于“承接转移”。但是，强调经济上的稳增长和保增长是它们最大的共同点。

③ 媒体和坊间曾就所谓的“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展开“分蛋糕”与“做蛋糕”究竟何为重要的大讨论。

抗议晶科能源事件，2012 年广东汕头海门镇对当地
发电厂项目的抵制，终而均发酵为群体性聚集事件，

且伴随有暴力冲突行径。这类环境关切与环境抗议
运动往往是由于环境决策过程透明度较差所导致，

说明对大规模工业项目造成的环境风险尚缺乏客观

透明的评估，政府 －市场 －社会三方力量缺失有效
互信的沟通渠道，同时也凸显出，在某些工业项目的

环评方面，民众对地方政府和国家环保部门信任度

持续降低。
再从国内外经济趋势去观察，“全球市场体系

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结构的裂变共同触发”情形
下［3］，为克服潜在的内外经济持续减速及衰退，发展

的可持续性更是离不开社会协同参与空间的有序拓

展，以及公共安全、社会管理领域公众参与渠道的拓
宽。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因抗议环境不正义而衍生
的环境运动本身也是此种协同参与组成分子之一。
由此观来，在努力克服经济运行下行困境中，在

复杂经济社会形势探寻经济回升之路中，政府设定

的转型升级目标不能再继续只谋求经济效益的最大

化，还应积极关注环境健康、生态保护等社会性效益
的充分化。简言之，政府政策合法性的建立与维系
不能继续停留于只追逐经济增长的“蛋糕”③之上，
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这块“蛋糕”的原料绝不只是由
经济这一种原料构成，环境、生态、健康也都在其中。
譬如四川什邡钼铜项目开工，因其广涉民众身体健

康，有着较明显的环境正义诉求，政府务必对其必要

性、可行性、程序合法性、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充分
论证，还必须在发展的价值导向与制度安排方面给

予有力措施，不能再继续只图谋经济增长( 例如以

土地、劳动力、原料价格类生产要素相对低廉为借
口) ，甚至只是为了政绩提升，因为环境污染带来的

危害具有不可逆性，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已经走不

通了。此外，经过充分论证以后，即便这类项目有助
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也要充分考虑这类工程项目造

成污染的负面性代价有多大，有无其他更好的可替

代项目。因为，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民众生活
质量满意度已经不再停留于物质需求解决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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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为人类谋
福利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段，例如减少

人民的不安全感、解决腐败和破坏环境等问题”［4］。
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已经不再具备继续对环境
进行肆无忌惮破坏的合法性了。“相对剥夺感”
( relative deprivation) ［5］在这方面可能有着更大解释
力。简言之，系列环境不正义抗争事件正在“倒逼”
承负转型升级任务的( 地方) 政府去认真思考 GDP
与民众福祉的关系，经济绩效与环境健康的关系。

三、环境正义基本理论及其沿革

( 一) 基本理论

“环境正义”( Environmental Justice，简称为 EJ)
议题源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环境运动，是美

国现代民权运动与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共同孕育的产

物，蕴含有绿色正义、种族正义、环境不公平、环境非
正义等概念在内［6］。当时，“环境正义”主要体现为
对环境问题的伦理关注，可说是社会正义概念的延

伸和突破［7］。这个期间也正是环境社会学在美国开
始兴起的时期［8］。及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至
今，西方环境正义运动进入高峰期，环境社会学也因

之成为一门“显学”［9］。“环境正义”运动也开始多
样化。依据环境社会学视野，环境正义是社会学的
规范性关怀，是对环境问题与社会因素之间因果关

系与内涵的探讨，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双向关系

中 ESSP范式( Environment Socialization Society Para-
digm) 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新运用［10］。简言之，“环境
正义诉求便是因环境因素而引发的社会( 不) 正义，

尤其是关乎强势与弱势团体间不对等关系的议

题”，即在资源逐渐匮乏，环境破坏愈来愈严重的今
天，环境正义最主要关怀是弱势团体的土地与资源

被侵占，以及他们被迫承受强势者生产的各种废弃

物毒害的问题。环境正义主张弱势团体有免于遭受
环境迫害的自由，以及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对干净
的土地、空气、水和其它自然环境有平等享用权的权
利。在程序上，环境正义主张充分的信息、公开听
证、民主参与、赔偿以及生态复原的权利［11］。

① 关于将“娥妮”学说视作为“环境正义”理论的新发展这一见解，受益于笔者与黄有光先生的邮件讨论。
② 当然，关于环境正义研究历程划分，学界也有其它观点，例如台湾学者黄之栋和黄瑞祺从科学史角度将环境正义研究划分为三个波

潮，即政治动员力的取得、见解的分歧与权威的争夺，以及对手的排除与环境正义的制度化。他们还认为，环境正义范围和内涵随着人的关怀
而变迁，如可以包含“当然不正义的公害和污染问题”、“寻求个案正义的一般邻避问题”，以及“寻求集体正义的环境正义问题”。参阅: 黄之
栋，黄瑞祺．环境正义论争: 一种科学史的视角［J］．鄱阳湖学刊，2010( 04) 。

除了环境社会学视角之外，其它一些学科也对

环境正义的内涵进行了相应界定，例如，环境伦理学

与法政治学认为，环境正义本身是经济快速却不均

衡发展造就的一个衍生物，是环境权责严重失衡与

环境问题不平等现象的一个集中体现［12］。从环境
资源法角度看，“环境正义”表示环境资源的使用应
该合乎自然生态规律、社会经济规律和环境规
律［13］。从法哲学角度看，公众参与原则，以及以参
与权为核心的程序性环境权是一种程序正义之上环

境正义的内在要求［14］。从新闻传播学角度看，环境
正义议题展现的是新闻主题框架从“环境保护”、
“健康维权”向“环境正义”的转变，个中体现了风险
治理、环境参与、决策民主以及环境公平的多重媒介
诉求［15］。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综上，“环境正义”议题本质指的是环境资源利

用者，即与环境有关的行为者在处理环境保护问题

的权利与义务上对等性与公平性，强调对话机制下

的共同参与。环境正义最为关心的是环境行为中利
益与损害的分配情形，需要在决策参与中加入多方

行为者对环境的关心: 秉持尊重原则、共享原则、普
遍受益原则、机会平等原则，以及效率优先公平兼顾
原则和补偿原则等［16］。同时，在关注对象上，环境
正义命题的指称可广可窄，个体、群体、国家都可涵
盖在内。在这里，本文中的环境正义主要指向基于
经济社会学的“国家( 政府) －市场 －社会”分析框
架之上“社会”的权益，尤其是主要由工业项目地居
民和非营利组织构建的社区组织，或言之为“家园”
组织，以及它们面对可能的环境不正义时所应争取

的权利互动。
( 二) 发展前沿:“娥妮”指标体系①

依据台湾社会人类学学者纪骏杰的研究［11］，在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正义”研究从衍生到提
出到丰富发展，大致经历了“种族歧视的环境政策”
( environmental racism) 研究、制度性歧视( institution-
al discrimination) 环境政策研究、生态或环境殖民主
义( ecological or environmental imperialism) 研究等几
个阶段②，这其中，“邻避运动”( NIMBY) 也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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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过，参依上述关于环境正义基本主张的描述，
笔者以为，经济学界的“娥妮”学说也可以视作为是
环境正义理论的一个补充发展，因其同样符合环境

正义的基本精神—“防止不当的资源剥削行为之发
生及危害环境的废弃物之生产与扩散”，也即降低
不平等、寻求人与自然以及群际之间和谐、清除污染
与恢复环境生态。“娥妮”( Environmentally Respon-
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缩写为 ERHNI) 为华裔澳
籍经济学家黄有光所提出，中文名为“环保负责的
快乐国家指数”［17］。“娥妮”可以有助于引导市场
与国家( 政府) 在一些更基础性价值方面进行重新

定位，尽管其研究还只是处于“抛砖引玉”( 英文原
文如此) 阶段，如在概念内涵和计算方法方面都有

待于进一步丰富完善。这个环境健康指标之所以对
快乐予以强调是因为( 环境) 不正义本身就是对民

众应有快乐的否定，而环境破坏带来的外部成本是

当前生产中所有外部成本( the external costs) 中最高
的一个变量。黄主张以此作为超越 GDP ( GNP) 衡
量国家成功与人民生活真实改进的( 年度) 指标，因

为此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中国应当努力避免重

走既有发展史上经济产量大幅增加但人民快乐却没

有增加或增加很少的弯路。进而言之，“环保负责
的快乐国家指数”( 娥妮) 指的是以人均净快乐量减
去人均环保危害( per capita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ost) ，即为了考虑对他者和将来的影响，有必要从
每个国家的平均净快乐年数中，减去该国的人均环

保危害，如此才可以计算出该国当年合理的“娥妮”
环保指数。因此，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 娥妮)
= 平均净快乐年数 －人均环保危害。同时，黄还
强调，生产和消费，产权与市场固然重要，却非万能，

尤其是它们对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外部作用( exter-
nalizing the cost) 必须予以充分考虑。只有对环境破
坏进行合宜限控，可持续发展在未来才可能有保障，

因为历时全面性福利的最大化才是可持续过程中真

正值得追求的目标。对于已经威胁人们健康与人类
生存的环保问题，非有有效的公共政策不可。
所以，笔者以为，参依黄有光先生的“环保负责

的快乐国家指数”，在转型升级工作开展过程中，可
以执行“环保负责的快乐地区指数”一类环保核算
指标，以更好满足民众对环境正义诉求，还可以更好

降低消弭由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外部成本，也是最重

要的外部成本，从而更有效地维系发展的可持续性，

这才是开展转型升级任务真正目的所在。

四、环境正义影响转型升级的
非经济转换的路径与机制

( 一) 路径—基于“国家( 政府) －市场 －社会”
的分析框架

1．环境( 经济) 社会学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经济学在环境使用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是稀缺资

源分配论，注重以货币为单位的成本与利润视角的

分析考察，而环境( 经济) 社会学在此基础上更为看

重经济利益、生态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探讨如
何合理配置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可持续性中的环境

权利与责任，更为看重环境问题与特定的社会结构

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联性( 如环境问题与社会

运行的相互影响) ，强调在社会建设中寻求环境问

题的缓解之道。以环境经济社会学视角考察，由经
济增长所衍生的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经济社会问题，

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中的自然生态问题［18］，即自然

科学论中人口与技术的视角对于环境问题的理解是

不够准确的，真正可以揭示环境状况深层次问题的

是社会原因［19］。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环境社
会学家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

解释，比如西方社会中的信仰体系、资本主义制度造
就的异化、城市化进程、消费主义思潮等等，都对环
境状况恶化的解释有着重要影响［20］。同时，也应看
到，一定意义上，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由计划到市场
转型的中国社会充斥着意识形态、权力与权利的分
化整合，伴随这个整合酝酿而来的将是经济和社会

管理的双转型过程。只要环境的消极影响不能够用
价格来衡量，市场调控就不可能实现环境污染治理

的最优化，在这种情形下，诸如环境意识之类的社会

规范有助于解释国家和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21］。
而环境正义价值观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类环境意

识的展现。
2．转型升级中，环境正义问题解决的一个分析
框架

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 政府) —市场—
社会三方力量的发展建设是较为均衡且存在着相互

制约关系。但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腾
飞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以推卸社会责任方式开展，即

政府和企业将本应承担的责任和成本推卸给社会，

在一点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尤为明显，“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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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社会化”日益显著［3］。这种成本剥离造就了
社会问题丛生，如“新三座大山”早已经是不言而喻
了，同时，作为公共品之一的环境也沦为被推卸掉的

一大成本。在 GDP至上的指挥棒下，以环境破坏换
取经济增长的成本转嫁方式在经济发展建设中几乎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民众( 环境) 权
利意识的逐步觉醒及相关经济发展理论的推陈出

新，例如关于“增长的质量”［22］的大讨论即推动了事
关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辩，由此

而来，此起彼伏的系列环境不正义抗争事件也正在

进一步“逼迫”政府去重新思考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的定位与转向。
从经济社会学角度看，环境正义问题的生成与

环境政策的制定落实都具有“嵌入性”特征，且这其
中主要的三方利益相关者，即经济组织( 市场力

量) ，主要由居民和非营利组织构建的社区组织( 社

会力量) 以及政府，三者之间构成了“互嵌”式关联，
因此，问题的思考与处理不能不考虑此三者构建的

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其不同层面，因为时代的发展

进步已经使得一些公共决策不再处于由某一方力量

说了算的阶段，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还在调整，
尽管前两者依然很强势，但是伴随社会( 民众与社

区 NGO) 权利意识的觉醒，第三方力量也正在壮大。
政府( 政治权力) 、市场力量( 鼓吹工业项目的经济
组织) 、社区力量( 如居民与非营利组织) 等利益相
关者在其中还在进行着重重博弈。
中国经济秩序正处于从计划和传统的交易秩序

迈向以市场为导向交易秩序转型之中。只是这种市
场导向交易秩序的基础奉行并非市场第一原则，而

是基于对市场 －政府 －社会三方相互权利尊重的信
任原则［23］。环境正义问题的解决既离不开政府( 如
放权让利创新社会管理) 与市场( 如经济组织自觉

或不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自我约束，更离不

开社会力量在环境( 权利) 意识方面的觉醒，并可以

对政府与市场进行监督和实际地参与环境行动，以

① 丘昌泰．台湾环境管制政策．台北市，淑馨出版社，1995; 丘昌泰．公共设施中邻避情结的成因与因应:民营电厂为例．政治学报，2004，37。
② 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背景介绍: 1972 年，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质疑当时流行的仅依赖 GDP 即可以实现社

会幸福快乐的发展观，提出了以 GNH作为衡量不丹国发展进步的建言。在他统治期间，GNH得以细化完备和贯彻落实。现在位的不丹五世
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秉承其父早在 1970 年代就提出的 GNH比 GDP更重要的理念，认为民众幸福是社会良性发展的符
征、政府治理的终极目的是实现民众的快乐与幸福，宣告 GNH的贯彻落实是不丹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所在，立志将不丹建设成为一个
GNH国家。GNH调研主要由“不丹研究中心”承担，该中心于 1999 年由不丹内阁( 不丹最高行政执行机构) 推动设立，研究中心现负责人为卡
玛．尤拉理事长。GNH理论体系的“四根支柱”分别为“good governance、stable and equit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eservation of culture”．。笔者与该中心有过多次邮件沟通。

构成切实的掣肘性力量。这方面应当酌情借鉴台湾
的经验，渐进地从以“邻避情结”( NIMBY) 为基础的
自立救济行动逐步转型过渡到以“迎臂效应”( Yes，
In My Back Yard，YIMB ) 为基础的社区自觉行
动［24］。在这个过程中，环境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公民
及公民组织的自愿合作以及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博弈

协作。
为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的环境

正义问题，在转型升级工作开展过程之中，政府在事

关环保的公共政策制定与评价方面不宜“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地继续推崇 GDP /GNP 至上的发展观。
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贯彻落实而言，环境正义

( 如娥妮指标体系) 对于政府的要义在于倡导与力

行“经济与环境”的共建发展观。时至今日，在经济
与社会发展测量体系方面，有必要也应当努力逐步

实现从“生产导向”到“幸福导向”的转变了。发展
将由注重经济绩效走向注重全面社会进步将演化为

一种新的客观趋势［2］。
因此，从经济社会学视角观察，对转型升级中经

济发展测量指标的选取宜由现有的 GDP 至上时代
转向“后 GDP”时代，转向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
“共享”的“包容性增长”时代，加大关注诸如“娥妮”
指标、绿色 GDP( GGDP) 、国民幸福指数( Gross Na-
tional Happiness，GNH) 一类非货币性指标建设，从
而渐进实现经济社会长久的可持续发展［25］。
( 二) 机制

关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过程中环境正义诉求的

解决，既要照顾到程序正义，也要照顾到实质正义，

参照台湾环境管制①和不丹 GNH②建设的相关经

验，在机制方面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

1．组织保障—信息公开与社会参与
建立由政府 －市场 －社会三方力量代表组建的

( 环境正义) 政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会代表应具

有多元性，可以由学者、媒体、官员、监察人员以及普
通公众( 不是指定的“居民代表”) 等人员组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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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方力量构建的委员会负责对一些存在严重污

染，可能造成对民众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危害的工

程项目进行公开透明可督责地评审筛选，在多元背

景中达成共识，并逐步向民众公布一个较为清晰可

见可督责的环境污染清理整顿进程表，力争在工程

项目开工运转中将环境污染破坏减到最低。需要说
明的是，三方代表在可能造成污染的有关工业项目

立项、开工即运营中应享有平等的参与权。此外，要
格外重视公共审议、公共讨论和舆情对于工程项目
目标的评判，这一切有助于项目决策更具民意基础，

以很好地反映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易于达成共

识，有利于提高政策项目的可行性和保障度，自然也

有助于政策合法性的生成。
组织制度的构建能够成为环境正义诉求理念及

其政策规划应用之间的桥梁。也正是因为有了此类
保障，环境正义诉求对政府 －市场 －社会三方在转型
升级工作过程中博弈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某种程
度上，这样一种三方协调处置环境正义议题的架构也

有助于由中央设定倡导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改革图景的实现。
在具体操作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政

策项目筛查、计算与打分。供筛选的政策项目可以
尝试用四分量表评价，其分值标示着从负面到正面

的变化。例如，“1”用作为代表负分值，“2”用作为
代表不确定，“3”用作为代表中性分值，“4”用作为
代表正分值; 原则上，需检测政策项目的整体得分不

能低于中间值( 如 9 分) ，如果未达标，该政策项目
就需要加以修正或摒弃。
所以，信息公开透明下充分的社会参与和公正

的环境评价是环境正义诉求能够得到合理处置的重

要前提。毕竟，文明理性的公民身份、民主的姿态也
是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中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

2．制度保障—游戏规则法治化
环境正义诉求中彰显出的环境安全权实则也是

一项基本人权①，应当在法律框架内公平公正地对

待。在台湾，“环境影响评估法规”得到严格执行，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居民的“邻避运动”类环境正
义诉求得到有效解决，因为企业方如不做相关诚实

公开，一旦发现，该项建设就因违法而被勒令停止并

遭受严厉惩罚［24］。政府 －市场 －社会三方都可以

① EJ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 a human right． http: / /www． ejfoundation． org /。

在法治化游戏规则框架内表达各自的合理诉求。
3．公益保障—环保回馈，基于补偿性“正义”原
则

为补偿和平息环境正义诉求中相对利益受损方

的权益，获益方( 尤其是政府和市场) 可以酌情建立

相应的公益性设施，例如图书馆、公园、运动中心等。
还可以组织一些常规性公益活动，例如歌舞戏曲、球
类比赛等，以缓和补充所涉居民和社区的不满或愤

懑。这类补偿是基于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再分配或补
偿原则［26］。另外，政府或环境污染者( 破坏者) 还必
须担负起生态复原的责任，要能就污染清除与被破

坏环境复原给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时间表，使得项目

所在地居民和社区的长久环境安全得到保障。因
而，这种补偿既是经济性的补偿，也是社会心理性的

补偿［27］。在这其中，前两个机制保障从属于环境正
义之程序正义范畴，后一个机制保障从属于环境正

义之实质正义范畴［28］。

五、结 论

时过境迁，秉持社会主义理念的中国政治经济

体制不能只是服务于经济高速增长，也要为社会建

设发展服务。在从“生产导向”过渡到“幸福导向”
的大转折时代，除了经济诉求之外，民众的诸种非经

济诉求，如环境正义，同样需要得到重视，这是因为，

转型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已经不能单单依据“人民
币”即可以去解决了，也即经济增长并不能摆平一
切。政府方面如果继续胶柱鼓瑟下去( 如死守“为
民做主”一方独大的官本位意识) ，那么源自经济高
速增长酿就的环境污染、资源困境，乃至生态失衡等
社会问题在未来某个时刻极有可能引发足以破坏既

有社会结构的大规模深层次社会危机。因而，为避
免民众对“被增长”认知的固化，更是为有效维系政
府政策合法性与兑现共享( 经济) 发展成果的承诺，

政府应当以切实的作为腾让出一定空间支持社会的

建设与发展，推动社会的转型升级，而不再只是局限

于旨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产业转型升级。简言之，转
型升级不只是经济( 产业) 层面的改造，它同时也是

社会层面( 本文仅论述了“环境 －经济”这一议题)
的改造。
如斯，将有助于应付社会发展转型与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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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潜在的政治经济类治理危机，也才有可能避

免因环境不正义抗争类事件不当处置而引发社会民

怨进一步激化，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真正长

治久安与和谐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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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mpact Factors and Inverted U-Shape Test of Chines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ased on Theil's Index

LIU Tian
( School of Statistic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easures Chinese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with Theil's index，researches its
main impact factors and tests whether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education advancement and ur-
banization process satisfies inverted U-shape hypothesis． Bo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show
that Theil's index evolves to form inverted U-shape curve with urb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com-
pelling evidences to reveal that the education factor contributed to income inequality leads to support inverted
U-shape hypothesis，even overriding the urbanization fact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ed by GDP per
capita seems to have the strongest effect and widens income inequality，featuring no inverted U-shape trend but
monotonous increment． FDI does not show any influence，but imports and exports result in income inequality
dramaticall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social development is not bound to minimize income inequality，
which suggests that urban-rural income gap entail the reviews and adjustmen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Key words: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Theil's Index; Inverted U-shape Test

Causes of Industry Income Gap: Monopoly，Human Capital，or Interaction Effect?

WANG Jing-yong1，2

( 1． School of Economics，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Economics and Trade
Department，Wuhan 430074，China; 2． Tong Ling University，Tong Ling 244061，Anhui，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nopoly and human capital on in-
dustry income gap with data through 1992-2010 in 19 major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income
gap has been increasing，that monopoly has more effect on income gap than human capital; that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n income gap shows a reversed“U”pattern; that an interaction between monopoly and human
capital exists; and that in monopolistic industries human capital decreases the gap while its effect is limited on
income．

Key words: Industry Income Gap; Human Capital; Monopoly

Does Wealth Effect Exist in China? The Economic Factor
for High Investment and Low Consumption

ZHANG Xun，SUN Chen，SUN Yi-man
( Nation School of Develop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Departure from the reality of China's economy which shows high investment and low consump-
tion，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by adding the behavior of the pursuit of wealth effect into the
standard neoclassical model of utility functions． Wealth is used not only for consumption but also for character-
ization of the social status． In theory，the existence of capital preference causes economic agent to expand ex-
pansion investment． Through empirical testing，this paper confirms capital preference hypothesis in China，
which provides a reasonabl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for the current low consumption and high investment in
China．

Key words:Wealth Effect; Capital Preference; Capitalism

A Reflection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an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Justice
LI Gan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have made a pair of constrained powers． In recent years，confli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appeals，such as the Shifang Event，are im-
pressive． Based on EJ an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 State-Market-Society" in sociology，the article argues
the public policy design following EJ theory including ERHNI index will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between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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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onment and economy and benefit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e effective trust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
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Key words: Economics;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Justic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RHNI

Does Financial Openness Increase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HE Guo-hua，CHANG Xin-xin

(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Is financial openness closed related with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This paper builds a New

Keynesian DSGE model with financial openness and interest rate adjustment lag parameters under open econo-
my，which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openness and interest rate adjustment lag on macroeco-
nomic st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method of MATLAB stochastic simulation． It shows that financial openness
affects the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through changing the transfer channels of economic shock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tal welfare increases responded to the domestic technology shock if financial
openness rises and interest rate adjustment lag declines． However，the welfare decreases responded to the for-
eign productivity shock and interest rate shock with the same conditions． Because of Chinese current statu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plex international condition，China should hold the modest and flexible financial
openness policy． It should also promote the market reform of interest rate．

Key words: Financial Openness; Interest Rate Adjustment Lag;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Welfaren

Research on Loss Participation of Catastrophe Risk in China-Optimal Feasibility
Analysis Based o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RONG Xing1，WANG Li-zhen2，LUO Peng-tao3

( 1． Department of Insuranc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China;
2． School of Insurance，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3． School of Insurance，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Abstract: Catastrophe risk is actually an economic risk and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to build an effec-

tive loss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of catastrophe risk． This paper makes an optimal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catas-
trophe risk loss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From the government aspect，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two-level catastrophe risk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ncluding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Based on the feasibility of financial revenue sharing in the local government，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
nalysis of the rainstorm catastrophe risk through 1999-2009． From the market level，we suggest to adopt a com-
pulsory insurance to obtain an optimal way of hierarchical decision-making among policy holders and insurers．
The feasible and optimal catastrophe loss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n this paper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
ance to the practice of catastrophe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Catastrophe Insurance; Loss Participation; Fractile; Compulsory Insurance; Optimal Feasi-
bility

A Study on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Model under Credit Mutation Status
———Based on Entropy-weight and Matter-element Extension

GU Hai-feng
( Glorious Su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0051，China)

Abstract: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is mainly dependent on fuzzy assessment technique
under credit steadiness status，but fuzzy assessment technique will fail under credit mutation status． This paper
introduces entropy-weight and matter-element extension technique into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measure-
ment field，and constructs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model based on entropy-weight and mat-
ter-element extension． It believes that the superiority of model is to fulfill double smoothing function to credit
risk under credit mutation status by merging information entropy into matter-element extension，and to enhance
accuracy of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We thus hop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mmercial bank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under credit steadiness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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